
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关于伤痕文学的评论，还是文艺学方法论大讨论，文学理论密切联系

文学现实，曾经引领一时学术风气。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不仅对于当时的文学

研究，而且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和方法探索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

而重要的影响。80年代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初试锋芒的年代，同时也是首开四十年文

学理论先河的时期，确立了此后的学术立场和延展方向。今天，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观念更新、

研究方法、论域广度、学术视野、文献整理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改变，百家争

鸣的态势稳定持续。

知识体系一旦被建构起来，就有可能成为某种传统而被因袭，影响甚或规定着未来的知

识再生产；未来的新知识也只能基于现有知识体系，在现有知识体系的母胎中孕育而生。适时

回望和探讨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将有益于该论域的守正与开新；只有让其存在样态或其内

部结构显露出来，我们才可能自觉地、及时地做出必要调整。

首先需要明确“知识体系”的概念。它不是指零散的、个别的、孤立的、具体的知识点和知

识域，也不是杂多知识的汇集、堆砌或存储，而是各种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正是这种有机联

系使不同的知识凝聚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建构出相对稳定的知识生产模式。文学理论的

知识体系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传统文论、外国文论、基础理论等几大板块的拼盘，

而是包括但又不限于这些板块的各种知识之间的互文关系。正是各种知识点、知识域之间的

赵宪章

———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史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大体已经形成，这可以通过中西间性、古今间性、内外间性、上下

间性和左右间性等略窥一斑。每一间性都是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更有新知识在间性中浴火重生。此“五大间性”也可

以简化为五种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织就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之有机整体，凝聚为知识体系内部的张力和驱

动力，助推我国文论在自我更新、不断完善中渐次生长。

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间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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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联系及其互文，建构了知识体系的内部间性，各种知识由此而被激活，进而凝聚成为相对

稳定的结构整体，即所谓“知识体系”。

鉴于此，我们对知识体系的考察就不能囿于具体知识本身，而是要考察各种类、各论域知

识的“间性”关系。间性是充满矛盾的二元对立，更是使新知识浴火重生的辩证统一。这种间性

关系使我们的文学理论充满了张力和内驱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史，我们可以归

纳出中西间性、古今间性、内外间性、上下间性和左右间性五个方面。

一、中西间性

早在一百余年前，王国维就曾提出“学无中西”的思想①。今天看来，这一问题之被提出，本

身就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表征。西学催生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借

助了西学的理论与方法。王国维针对中学、西学孰高孰低的价值判断，认为不可否认二者的互

文和互鉴。互文、互鉴是王国维本人一直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术理念。参考罗钢近年的研究可

知，王国维诗学方法的真谛在于借鉴西方理论以研究中国问题，包括“意境说”在内的著名理

论，主要也是从西学而来②。王国维之后的现代学术史也清楚地表明，无论专治中学还是西学，

不以对方为参照便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突破，最多只能是某一传统论域的自然延展。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中西关系问题不得不被考虑。人们大量译介西方理论，从

方法论讨论开始，此后兴起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后现代、叙事学、修辞学以及实践美

学、形式美学和生态美学等，无不源自西方或受到西学影响。西学思潮在某些方面几乎淹没了

中国文论的话语表述，或者说成了“文学理论”的代名词，以至于有学者惊呼中国文论患了“失

语症”③。奇怪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也在火热进行，“传承

国学”“复兴儒学”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西学潮流并没有弱化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有意思的

现象出现在世纪之交：本来专治中学或专治西学的一些学者，开始眺望对方的知识域，研究中

国文学与文论的学者希望了解西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西方文学与文论的学者希望使用中国

文学与文论的材料与资源。这并不是简单的“比较研究”，那属于另外一个学科（比较文学），而

是在原驻地不变的前提下遥望彼岸的世界，希望从对方处获取创新的资源、灵感和方法。于

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这一早在改革开放伊始便被重新热议的话题，四十多年来一直被重

述，被不断翻新、讨论；洋务运动时期延续下来的“体用”之争也不时泛起，李泽厚的“西体中

用”说更是引发过轩然大波④。

这类讨论、争论无论成效如何，其过程本身足以显示出，在中西学术或学术方法的碰撞

中，中国学人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焦虑感。以笔者之见，中学和西学的互鉴往往因人而异、因事

而异，不同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往往有很大差异，并没有固定的“体

用”模式，何况“体用”本身也不能概括中西互文、互鉴的全部。洋务派的“体用”概念主要定位

在了“政体”与“实用”，就学术研究而言，中西关系要宽泛、复杂得多，“体用”概念并不适合直

接挪用到学术研究中。如果一定要找到二者关系的普遍性和规律性，那就是中学和西学在当

下中国已经难以绝对两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知正在成长，孤立的、纯粹的中学或西学

研究很难产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高水平成果，更不可能达到王国维那样足以

影响学术史的水平，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建构之学科尤其如此⑤。

王国维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证明，即便中西方学者研究同样的问题，如文学与社会、文

学与语言等等，西方学者可以无视中学，中国学者却不能无视西学，道理如前所述：中西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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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催化剂，但其在西方学术史上并没有发挥类似的巨大作用，中学和西

学的互文和互鉴并不是对等的。

二、古今间性

古今间性与中西间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属于中国学术史现代转型必然遭遇之

境况，王国维的“学无中西”与“学无古今”的观点也是同时并提的。道理很简单：王国维所处的

时代既是中西互文、互鉴的时代，也是古今交替的时代；前者贯穿后者全过程，属于后者的催

化剂，后者则以其现代性的效果回应前者。

当然，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旅途，特别是在社会心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

等诸多方面，距离彻底的现代性还有相当长的路程。疾风暴雨式的古今交替是可见的、短暂

的，而不可见的、深层次的古今交替则是漫长的、渐进的。就此而言，王国维时代所面临的古今

关系问题并未失效。例如，面对传统，侧重维护还是侧重革新；面对现实，侧重宣示其存在的合

理性还是侧重批判其存在的谬误，诸如此类的两种声音，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同时并存，两者

的调门也一直都非常高昂。199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可看作

对“失语症”病患开药方的尝试之举。此后，“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则成为了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少学者对此展开过专题研究⑥。尽管此类讨论大多无疾而终，但是，讨论

本身的意义不能被全盘否定。

需要确认的是，古今关系是人文学术不可回避的问题，并非为中国文论所独有，这与人文

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属性密切相关。如果说自然科学史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的道路上留下的一

串脚印，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那么，人文精神的历史则不仅属于过去，而且仍然影响着现

在，人文精神遗产总是以其现代价值在人类记忆中永存。就此而言，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学的

“现在时”，或者说其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文学史总是以现在时的方式存活着。如果说人类

对自然的认知是一种阶梯式发展，那么，人文精神的生成和发展则更像人的自然生成：人从开

始就是一个整体，他不是先长下肢再长上身、最后长脑袋，而是“横空出世”，成年人的“现在”

早在母胎中就已经“完形”了，他的问世和后来的成长源自生命细胞的“整体膨化”。因此，人文

精神的历史回顾和学术研究并不像自然科学史那样，而是一种厚重的、整体的文化反省。在这

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现在之“古今纠结”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

术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就中国的特殊性而言，古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王朝的更替并没有改变社

会的性质。只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

在中国历史上是断崖式、颠覆性的，决定了古今关系在我们的语境中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学

术史属于“后浪推前浪”的历史，新理论、新方法总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位置；中

国学术史则属于超稳定的“深挖洞”的历史，“道”“礼乐”“天人合一”“形神兼备”等古代早已出

现的理论、概念，至今仍被持续地解读着、研究着、讨论着。于是，中国现代学人一方面饱含对

现代性的急切向往，一方面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情结；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不

可能是西方的翻版，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又难免要与过往做些了断。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古今间性”中艰难前行的。重写文学史，新编

（重编）各种理论批评史、关键词，梳理基本概念，整理历史文献，反思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等，都

是学界在古今关系方面的积极探索。就像“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本来是西方世界的现象

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间性结构———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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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20世纪90年代被移植到我国之后披上了历史的外衣，出现了诸如《印象·刘三姐》《宋

城千古情》《大宋·东京梦华》《六祖大典》等实景演出。如果说这些是“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

的成功范例，那么，我们的理论（特别是下述“文化研究”理论）对这类现象的学理阐释似乎深

度不够。

三、内外间性

“内外间性”指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间性关系。这一命题源自韦勒克与沃伦合著

的《文学理论》⑦。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一划分并不科学，但就其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文学的内

部和外部研究及其关系，毫无疑问是贯穿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

单就接受语境而言，《文学理论》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在于极其精准地刺痛了我们的理

论神经：被韦勒克们打入冷宫的“文学的外部研究”，诸如社会历史方法、思想史方法等，是我

们最熟悉、最常用的；相反，韦勒克们倍加推崇的“文学的内部研究”，诸如文学作品的存在方

式、文学的叙事和修辞之类，对于我们而言却相对陌生，或者说，因被他们赋予了全新意义而

显得陌生。更重要的是，韦勒克们在文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这一价值观，恰恰应和了我国文学理

论寻求文学本体、追问审美属性的强烈愿望，而这一愿望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理论摆脱庸俗

社会学困扰的强劲动力。

新时期文学理论试图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困扰，使文学回归到文学本身、理论回归到学术

本身，在此方面应当首推朱光潜对于既往问题的质疑。其论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

的质疑》⑧篇幅不长却振聋发聩。论文的主旨是反对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划等号，实质在于

呼唤将文学与政治松绑，从而为彻底摒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凸显文学的审美属性清

除障碍。此文发表在改革开放伊始，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见，所谓文学之“内部研

究”，是与文学的独立性、自主性、审美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不能将它们划等号）；同理，韦勒

克们对于文学之外部研究的贬斥，客观上助推了我国文学理论尽快挣脱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尽管不能将外部研究与庸俗社会学划等号）。

几乎与此同时，文化研究也在中国学界悄然兴起，20世纪90年代影响到文学理论，金元

浦、陶东风等学者相继发表见解，相关成果和会议铺天盖地、气势如虹，引领一时学术风向。文

化研究的兴起被誉为文学理论的“扩容”，但这实际上很难自圆其说：文学理论刚刚摆脱庸俗

社会学的缠绕，还没来得及充实和完善自身，何来“扩容”之必要？后来的实践证明，“扩容”说

只是文化研究游离文学的口实，从此，“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开始泛滥。至于将文化研究誉为

“跨学科”，更是一种自诩和自娱：“跨学科”概念本源于自然科学，本义是在不同学科之间发现

新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只有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才能被发现。文化研究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

“筐”，根本无视学科的存在，谈何“跨”？文化研究既不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也不是“文学的外

部研究”，因为“文学”在这里已经难觅踪影。当然，它的兴盛也不是偶然的，就其合法性而言，

西方学者鼓吹的“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是其主要理由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译介了大量西方

论著，尽管距离文学甚远，但也为文学理论开阔了眼界，增添了域外参照。令人遗憾的是他们

没有将西方理论植入中国大地，没有在内外间性中生发出对本土文化具有阐释力的新理论，

就像前述对于大众文化移植到我国之后的历史化现象未有深度学理阐释一样。

与文学外部研究和文化研究相反，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文学叙事学、文学修辞学、文

学文体学、文学符号学和形式理论等，所循的则是不同的路径———通过文学的语言形式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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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意义。当然，考虑到我国的“文以载道”传统，文学外部研究无疑会继续引领文学理论之

主流话语。无论怎样，文学之内部和外部研究，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里逐渐形成的两种模式

（此前是庸俗社会学模式一统天下），不会在短时间内合二为一，也没有必要、没有可能合二为

一。内部与外部作为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间性结构，只可能在对立的统一中寻求某种协调或

平衡，在互文、互鉴中完善和发展自身，进而生出新知。

四、上下间性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深刻影响了我国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于是，以康德、黑格

尔式的形而上模式鸟瞰文学的世界成为惯常。“美学热”极大地改变了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路

径：此前，文学理论侧重形而下，即由文学经验出发提炼、概括文学的普遍性，我国古代文论尤

其如此；此后，文学理论侧重形而上，依托抽象概念展开逻辑推演。学者无论专攻美学还是文

学理论，都逐渐习惯于哲学美学的理论抽象。源自哲学美学的思辨理性和逻辑推演，取代了我

国传统文论注重经验现象的表达方式，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就西方文学理论史而言，在19世纪下半叶文艺心理学开始萌生之际，曾经出现过由形而

上向形而下的转折。当时，实验美学的奠基人费希纳激烈地抨击康德以来的美学忽视审美经

验研究、将全部注意力放在思辨推理上的“自上而下”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从最一般的概念下

降到具体的特例，是一种悬空式的思辨研究。费希纳要求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代替旧的

研究模式，即用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方法，代替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演绎方法。费希纳第一次

将实验方法应用到对美与艺术的研究，开启了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新时代⑩。朱光潜所创建的现

代中国文艺心理学，秉承的就是费希纳的这一理念，即将文艺经验而非“玄学”概念作为研究

的前提和出发点輥輯訛。由此看来，形而上和形而下属于审美和文艺研究的两种路数，二者在学术

研究中并行不悖，在学术史上的交替出现也不足为奇。

奇怪的是，形而上路径在我国盛行四十年来并没有大的突破。此类理论基本上属于西方

的“舶来品”，或仅限于业内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经常与文学现象距离甚远，所以被贬斥为“空

对空”的理论。退而言之，如果说此类理论确实“上去了”，那么它为什么“下不来”呢？康德、黑

格尔的形而上哲思为什么具有永久魅力？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不反思学术方法的民族性，

不能不承认中国学人更善于归纳而不是演绎，中国学术传统更注重经验现象而不是抽象玄

理。总之，经验方法是我们的学术传统，是最具民族性的方法论优势。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但是

不能邯郸学步，更不能数典忘祖輥輰訛。

这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西方哲学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针对的是西学的

弱点，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学术史，道理很简单：有碍于中国学术的绝非逻各斯，甚或恰恰相反，

强化逻各斯的力量反而是经验方法所需要的輥輱訛。换言之，中国文学理论确实需要从西方哲学、

美学中获取思辨的力量，包括逻各斯的力量，但是，面对这些“舶来品”，我们需要彻底消化以

“强身健体”，如此而已。当然，“强身健体”的目的是为了有勇气、有办法、有成效地直面自己的

问题，这才是拿来主义。反之，将西方理论快递过来直接使用，或者将其视为西天神圣而膜拜

之，反复阐释而自得其乐，就不是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而是今天的“快递主义”了。

总之，我们应当明确，善于形而下是中国学术的民族特点。明确这一点，不是为了孤芳自

赏，更不是倡导一意孤行，而是为了分析这一民族特点的优势和局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研习形而上以补不足，从而使我们的传统优势最大化，使劣势得到遏制而被最小化，在形而上

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间性结构———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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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而下的间性关系中游刃有余。

五、左右间性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新时期以来，人们习惯用“左”和“右”分别指称“激进”和“保守”两种

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但不能将之和文学理论家所研究的对象划等号。例如，无论研究马克思

主义文论，还是研究中外文论史或文学基础理论，都与思想政治倾向方面的“左”或“右”不能

等同，我们不能依据“研究什么”和“说什么”进行思想政治倾向方面的价值判断。

“左右间性”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理论的意义，主要并非在学人品行的道德判断领

域，更多、更广的意义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2010年前后关于“实践存在论”的讨论，就非

常值得回味：先是董学文教授及其弟子们激烈地批评朱立元教授倡导的“实践存在论”，认为

其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了畸形拼凑，悖离了马克思主义；

然后是朱立元教授及其弟子们毫不示弱地回击，从“实践”概念、实践论与存在论的关系等方面

力辩清白輥輲訛。尽管这场争论的参与者主要为董、朱两位教授及其各自的门生，但其意义颇具典

型性，特别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等方面，留下了许

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值得反思的还有一个近乎常识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实践证明它

是真理。这其中的因果逻辑不可以颠倒。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更不能是供人贴金的对象。就

建构我国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而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文学真理、接

近文学真理，其中的因果逻辑同样不可以颠倒；重要的在于理论探索本身（例如实践存在论）

是否更接近真理，而不在于它“姓什么”，或出身于哪个家族。

“左右间性”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理论的意义，更在于我们的理论对鲜活的文学现象

能够产生何种影响。有些作家自称从不顾及他人对其创作的评价，这显然是故作姿态。问题的

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论对于文学现象的阐释力、影响力能有几何？例如，2005年之后关于文学

与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輥輳訛，无论从引发这次讨论的动机（通编教材的话语权），还是从这次讨论

的主题本身，都是不值一哂的，尽管其规模和影响远大于“实践存在论”的讨论。就讨论的主题

而言，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虽然不是一个伪命题，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当下“文学人”所最关

心的问题了；当下的作家、读者等“文学人”最关心的是“好作品”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学理论能

以好作品为中心，将好作品的创作、阅读和传播作为研究的主题和重心，那么，对于我国文学

现象的阐释力和影响力就会大大加强，所谓“左右”问题，也就可能迎刃而解。

就此而言，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中的“或左或右”争论（当然，参与者并不自谓“或左

或右”），都存在脱离文学现实、脱离文学期待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演变为圈内人士的相互攻

讦。所谓“脱离文学现实”，意味着“或左或右”的争论与文学现实无关；所谓“脱离文学期待”，

意味着文学理论游离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无论哪种“脱离”，归结到一点是弱

化而非强化了文学本身，从而使文学理论演变为一般思想史或政治学意义上的高头讲章。如

是，则文学理论对于当下文学现象也就失去了阐释力和影响力；反之，将文学理论恰当地定位

于文学本身，则可以超越“或左或右”的纠缠；即便涉及到“左”“右”间隙，也是以文学事实说

话，而不是在批评某一偏向时仅用政治标签作为杀手锏。

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左右”之争，一方面延续了“五四”革命文学的传统，另一

方面又有新时期的新特点。其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广大文学受众对于好作品的热切期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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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理论应该明确意识到，这种期待的迫切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如果能够以此统领“左

右”之争，或可重新规范文学理论知识再生产的大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左右”之争的终

结。它并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我们不能将“左右”之争视为文学理论的不幸，恰恰相反，作

为文学理论的内在间性，如果始终紧扣文学本体，将有益于提升知识再生产的能力和质量。

结 语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大间性”绝非完美概括，更不是四十年文学理论的完整描述，只能

是为回望过去提供一种视角，并且难免带有笔者本人的倾向与偏好，不可能做到“纯客观”。我

们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视角、另外的立场讨论此类问题。就本研究的视角和立场而言，“五大

间性”只是揭示了该时段我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背后的某种机制。由于“五大间性”本身不是

各自孤立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共同编织了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这种概括当然

是基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史，实则也是文学理论的五种张力和内驱力。以笔者之见，正是这些张

力和内驱力，使我国文学理论在过往的四十年里能够自我更新、不断完善并逐渐生长。

明确“五大间性”的意义主要在于唤醒文学理论的自觉，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学理论所

处的多维语境。由于“五大间性”是一种网状结构，所以，任何有意义的命题都应当契合其中某

些节点。网状结构中这些节点连接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将其孤立起来讨论是不可能的，也不

足为训。明确“五大间性”的意义还在于彰显它的生命力，意味着这一间性结构既然经过了四

十年的历史而逐渐生成，那么，它也就不会很快改变，可能要延续相当长时段，直至我们的文

学理论真正走向自觉、自由和成熟。

① 王国维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

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6页。）

② 罗钢：《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载《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被发明的传统”———〈人间词话〉

是如何成为国学经典的》，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③ 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又见曹顺庆《文论失

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载《文艺研究》1999

年第4期；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

期。

④ 李泽厚认为，“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各有片面性，“只有去掉两者各自的片面性，真理才能显露，这也就是

‘西体中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⑤ 我在应邀为教育部撰写的“学科导学”条目中已经涉及这一问题，即认为王国维之“学无古今中西”的观点，

对于文艺学这一学科再适合不过了，因为文艺学的核心是建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学术资源和论域范围

等方面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详见赵宪章《中国语言文学导学·文艺学》，载《中国研究生》2013年第8期）。

⑥ 参见顾祖钊、郭淑云《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兼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

诗性特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⑦ 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翻译介绍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名著之一，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响最大

的文学理论名著之一。该书的主体是第三部分“文学的外部研究”和第四部分“文学的内部研究”，约占全书

五分之四篇幅。

⑧ 朱光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⑨ 乔纳森·卡勒等西方学者常用“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描述文学理论的现代趋向，其易被作为文学理论转向文

化理论的口实和理由。我国学者亦然，如《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发表了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

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间性结构———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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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2期发表了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两篇论文的观点

与西方学者类似，均认为从以前的“文学理论”到当下广义的“理论”乃大势所趋。

⑩ 参见拙著《文艺学方法通论》第四篇第一章“文艺心理学方法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輥輯訛 参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輥輰訛 关于“经验方法”（或称“文艺学经验方法”），可参见拙著《文艺学方法通论》。

輥輱訛 我国学界不少人将“逻各斯”等同于中国哲学中的“道”，但我们需要像西方哲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那样解

构道吗？道像逻各斯有碍于西学那样有碍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吗？这显然是卯榫不合的中西对译。依笔者之

见，我们应从思维方式或学术方法的角度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德里达解构逻各

斯的理由在于“表音文字”使意义延缓出场，这更是指鹿为马式的谬说：声音是语言的第一物性载体，因此，

相对表意文字而言，表音文字与意义同步，表意文字反而有可能使意义延缓出场。可见，即便在西学语境中，

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命题在逻辑上也不是天衣无缝的。

輥輲訛 依次参见董学文、陈诚《“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载

《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立元、栗永清《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

的批评的初步总结》，载《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另见张瑜《马克思存在论的出场———实践存在论美学

论争的理论意义》，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輥輳訛 参见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童庆炳《实践是“审美”与“意识

形态”结合的中介———对近期“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的三点回应》，载《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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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里的读诗人：〈电影手册〉华语电影批评文选》

［法］夏尔·泰松 等著 谭笑晗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 月出版

法国《电影手册》杂志创刊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是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

影杂志之一，为它撰稿的许多影评家自身即为法国新浪潮运动的重要导演。法国电

影新浪潮的前卫与激情在将《电影手册》作为神话般的符号刻入影史的同时，也为

这本杂志的影评立场奠定了基调，即以电影作为研究对象的现象学分析方法，强调

电影导演核心地位和个人美学风格的关注策略，以及重视意识形态批评的评析态

度。从 70 年代最初“发现”华语电影，到 80 年代逐步确立杂志的中国视角，再到 90
年代以来呈现出具体、多元的华语电影批评，《电影手册》始终陪伴着华语电影的成

长、发展与突破，甚至凭借“他者的注视”帮助华语电影确认自己的“电影作者”与艺

术特点。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尚无缘得见《电影手册》上这些与华语电影息息相

关的文字，而《酒吧里的读诗人：〈电影手册〉华语电影批评文选》提供了一个窗口，

使得关心华语电影的普通中国读者有机会亲近塞纳河畔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书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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